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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已是土壤污染的一种普遍形式，其环境危害和治理难度远大于单一污染土壤，因此，重金属–有机

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治理是我国环保领域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复合污染

现状；其次，分析了土壤中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的交互作用及其环境效应；然后，从物化修复、生物修复和联合修复这 3 方面综述

了不同技术手段对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的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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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vy metal and 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ion has become a primary form of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The 

environmental harm and remediation difficulty of heavy metal-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ed soil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single contaminated soil. Therefore, the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ed soil in China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eld.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organic pollutants co-contamination in soil, and secondly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correspondingly environmental effects between heavy metals and organic pollutants in soil, and thirdly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of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for heavy metal-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ed soil from three sides including 

physical-chemical remediation, bioremediation and joint remediation, and finally propose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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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多种污染物进入土

壤环境，造成复合污染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土壤污染形

式，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是其主要类型之一。

Duce等[1]1972年在 Science上首次报道了土壤重金属

–有机物复合污染现象。土壤复合污染并不是指污染

物简单的叠加，其内涵是共存在土壤中不同污染 

物之间会发生协同、拮抗或加合等相互作用[2]，这使

得复合污染土壤的环境效应比单一污染更为复杂，产

生的危害及其相应的治理难度也更大。因此，重金属–

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的治理亦成为环境保护与土壤

修复领域关注的重点[3-4]。 

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和环境行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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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差异，使两者的修复机理也不尽相同。土壤中

的重金属难以被降解，一般通过固定、提取或转化其

形态的方式进行修复。不同于重金属，通过化学或生

物学手段可以将有机污染物降解成无毒无害的小分

子物质。鉴于复合污染物的差异性和土壤组成的复杂

性，如何采用有效的修复技术手段，实现重金属–有

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的突破性进展，成为当前环境

修复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为此，本文介绍了土壤中

重金属与有机物复合污染现状，分析了土壤中重金属

与有机污染物的交互作用及其环境效应，着重评述了

不同技术手段对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的

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

污染土壤修复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复合污染土壤

修复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和思路。 

1  土壤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来源及现状 

土壤环境中污染物种类繁多，其中重金属包括镉

(Cd)、砷(As)、汞(Hg)、铅(Pb)、铬(Cr)、铜(Cu)、锌

(Zn)、镍(Ni)等，有机污染物包括多环芳烃(PAHs)、

农药(如六六六(HCHs)、滴滴涕(DDTs)等)、抗生素、

多氯联苯(PCBs)、多溴联苯醚(PBDEs)等。表 1 列

举了我国土壤中典型的重金属与有机物复合污染

现状[5-13]。重金属与 PAHs 复合污染是土壤中分布较

为广泛的一种复合污染类型，主要分布在冶炼、焦化、 

表 1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现状 
Table 1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vy metal-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ed soil 

重金属 有机污染物 污染类型 土壤来源 

元素 含量(mg/kg) 种类 含量(μg/kg) 

文献

Cd 14.08 ± 1.4 

Hg 2.64 ± 0.2 

陕西省榆林市矿区 

Pb 200.21 ± 12.5 

∑PAHs 94 500 ± 400 [5]

Cd 1.8 ~ 249.2 

As 50.6 ~ 880.2 

Cr 33.3 ~ 172.8 

Pb 126.3 ~ 40 600 

郴州冶炼类工业 

场地 

Cu 35.3 ~ 6 367 

∑PAHs 1 390 ± 1 390 [6]

As 4.1 ~ 23.5 

Cr 40.3 ~ 113.8 

Cd 0.057 ~ 0.715 

重金属–多环芳烃

复合污染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

污灌区 

Pb 18.4 ~ 53.4 

∑PAHs 108 ~ 3 821 [7]

Cd 18.2 ± 0.8 灭蚁灵 362 300 ± 25 100 

Pb 1 252.7 ± 87.6 硫丹 47 700 ± 2 300 

湖北省某农药厂 

  氯丹 174 500 ± 15 600 

[8]

Cd 未检出 ~ 19.4 HCHs 50 ~ 7 580 

重金属–农药复合

污染 

长春市表层土壤 

Pb 120 ~ 6 380 DDTs 未检出 ~ 160 

[9]

Cu 27.5 ~ 492.2 土霉素 未检出 ~ 2 845.2 

Zn 104.3 ~ 995.2 环丙沙星 未检出 ~ 849.5 

畜禽养殖场土壤 

Cr 92.6 ~ 224.63 恩氟沙星 0.3 ~ 528.9 

[10]

Cu 184.61 ± 29.68 四环素 18.26 ~ 40.46 

Zn 364.71 ± 24.08 土霉素 38.04 ~ 41.27 

重金属–抗生素复

合污染 

江西高量粪肥施用

稻田土壤 

  金霉素 247.42 ~ 460.80 

[11]

Cd 0.06 ~ 10.4 

Pb 23.83 ~ 987.8 

Cu 10.6 ~ 2 106.3 

清远市某电子垃圾

拆解作坊附近及周

边农田 

Zn 39.8 ~ 1 486.3 

PCBs 2.1 ~ 7 023.4 [12]

Pb 17.48 ~ 65.02 

Cr 46.47 ~ 185.55 

重金属–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复合 

污染 

上海市某电路板拆

解企业周边土壤 

Zn 76.76 ~ 217.59 

PBDEs 259.9 ~ 3 3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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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灌区和加工企业等周边土壤中[5-7]。调查发现，场

地重金属–PAHs 复合污染土壤中，重金属污染最严重

为冶炼厂，PAHs 污染最严重为焦电厂，而 As 和 PAHs

是煤矿厂的主要污染物[6]。农田土壤中也发现存在着

重金属与 PAHs 复合污染，如太原市小店污灌区农田

土壤存在 Hg、As、Cd 与 PAHs 的复合污染现象[7]。 

在现代农业中农药施用是必不可少的生产环节，

而喷施的农药通常仅有 30% ~ 40% 被利用，绝大部

分农药最终进入了土壤环境。大量持续的使用导致毒

性高、难降解的农药易在土壤长期残留。以有机氯农

药为例，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已禁用，但至今

在我国土壤中仍有检出。如某农药场地土壤中呈现出

显著的 Pb 和有机氯农药复合污染[8]。同样，在长春

市表层土壤中存在 Cd、As、Ni、Hg、Zn、Cr、Cu

污染，且也以 Pb、Cd 污染程度最为严重，同时还残

留了较高含量的六六六和滴滴涕[9]。 

在集约化畜禽养殖业中，Cu、Zn、Cr、As 等重

金属以及氟喹诺酮类、四环素类和磺胺类抗生素常作

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绝大多数重金属和抗生素最终被

排泄到动物粪尿中，导致畜禽粪便中的重金属和抗生

素残留严重，如我国畜禽粪便中重金属超标率达

21.3% ~ 66.0%[14]，而四环素类抗生素残留量高达

764.4 mg/kg[15] ，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量高达

225.45 mg/kg[16]。这些含有重金属和抗生素的粪肥回

田利用，导致重金属和抗生素在土壤中累积形成了复

合污染[10-1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国和消

费国，被誉为“城市矿山”的电子废物产量快速增长。

早期电子废物粗放式拆解的强酸浸提处理，使电子器

件中的 Cd、Cu、Pb、Zn 等重金属溶出并随拆解液进

入土壤环境，而拆解过程中的热处理产生的 PCBs、

PBDEs、PAHs 和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导致

电子废物拆解场地及其周边土壤呈现出 Cd、Cu 等重

金属与 PCBs、PBDEs 等有机污染物共存的复合污染

状态[12]。研究发现，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周边土壤

中 Pb、Cr 和 Zn 的浓度范围为 17.48 ~ 65.02、46.47 ~ 

185.55 和 76.76 ~ 217.59 mg/kg，12 种 PBDEs 的浓度

范围为 259.9 ~ 3 321 μg/kg，其中十溴联苯醚(BDE209)

占 77.82% ~ 96.45%[13]。 

2  土壤中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交互作用方

式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进入土壤环境中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除了自

身的毒性效应外，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之间还发生复

杂的交互作用，导致复合污染产生不同于单一污染物

的环境行为和生态毒性效应，其复合污染效应包含加

合作用、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 3 种类型[17]。由于重

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的复杂性，开展其交互作用研

究相对于重金属复合污染研究偏少。土壤中重金属与

有机污染物的交互作用主要表现在吸附、化学反应以

及微生物过程等方面[18]。然而，在实际体系中这些

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时存在于交互作用的总过

程之中。 

2.1  吸附行为的交互作用 

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吸附机理与其极性和疏

水性有关。一般来说，疏水性强的非极性有机污染物

通过在土壤憎水微环境与水界面上分配，进入到土壤

有机质的碳链结构所构成的憎水微环境；而疏水性较

差的极性有机污染物往往与土壤表面发生静电作用

或在黏土矿物表面形成氢键而被吸附。重金属在土壤

中的吸附机理包括阳离子交换、静电作用等。因此，

重金属对于以分子形态存在的疏水性有机污染物(如

PAHs、HCHs、DDTs、PCBs 等)在土壤有机质上的吸

附因吸附机理不同而不会产生相互影响[18]。但是，

重金属能与通过静电作用以及在土壤黏土矿物上形

成氢键等方式被吸附在土壤表面的极性有机污染物

(如抗生素、农药等)发生竞争吸附[19]。 

2.2  化学作用过程的交互作用 

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化学作用过程

的交互作用主要体现为阳离子–π 作用、氧化还原、

络合以及沉淀等。通常苯环的 π 键周围形成的负电

势区对阳离子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且吸引力的大小

随着阳离子半径的增大而减小[20]。如 Cu、Ag 离子

的存在提高了溶液中的游离态菲含量以及 Pb 的存

在增强了膨润土表层腐殖质对菲的吸附能力和结合

强度，这些都是菲与重金属离子之间的阳离子–π 作

用的结果 [21-22]。 

土壤中的重金属，尤其是络合能力较强的 Hg、

Cu、Ni 和 Cd，能通过与极性有机污染物(如农药、

抗生素等)分子中的含氧官能团(如羧基、羟基等)以及

胺基等基团之间的络合作用，形成重金属–有机络合

物[23]，进而影响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水溶性、迁移性

和生物有效性等。 

此外，一些重金属还能与有机污染物作用导致有

机化，如 Hg、Sn(锡)能与有机污染物发生作用形成

毒性更大的金属有机化合物(如甲基汞、三甲基锡

等)[24]。在一定条件下，土壤中的重金属 Cr(Ⅵ)、As(Ⅴ)

等与有机污染物(如苯酚类、苯胺类等)能发生氧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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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反应，重金属在得到电子后向低毒或无毒的价态转

化，起到重金属污染修复的效果；同时重金属还能诱

导有机物形成活性氧，从而促进有机污染物的氧化降

解[25]。例如，Zhou 和 Chen[26]报道了土壤胶体能够作

为 Cr(Ⅵ)与苯酚类、苯胺类有机物之间的催化作用中

心，使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反应速度比其水相溶液中

的要显著得多。 

2.3  微生物作用过程的交互作用 

除了吸附行为和化学作用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外，

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在土壤微生物作用过程中也存

在着交互作用。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都能改变细胞膜

的通透性，这会更利于重金属离子进入细胞内部，对

微生物产生毒害作用并减少其数量，导致有机污染物

的降解受到抑制。Gauthier 等[27]研究指出，PAHs 通

过诱导产生的活性氧破坏细胞膜结构而增强膜的流

动性，或改变与重金属跨膜运动相关的蛋白酶活性，

影响细胞对重金属的吸收。复合污染对土壤酶活性的

影响程度还与重金属种类、有机污染物的结构以及两

者的浓度配比和土壤类型等因素密切相关[28]。 

2.4  交互作用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 

土壤复合污染的环境效应包括对土壤表面性

质、污染物存在形态及其生物有效性、植物生长以

及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

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单一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和生态

毒性[28]。例如，重金属可通过催化加快有机污染物

的非生物降解，或通过影响微生物活性而影响有机污

染物的生物降解[29]。研究发现，Cu2+ 和 Fe2+ 能加快

土壤中毒死蜱的光解速率，且 Cu2+ 的影响比 Fe2+ 的

更显著[30]。此外，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在土壤表面

的竞争吸附能改变重金属的吸附性能，如共存的土

霉素能影响土壤中 4 种代表性重金属元素(Cu、Zn、

Pb、Cd)的解吸量，进而影响重金属的有效性和生

物毒性 [31]。  

在生态毒性方面，不同类型和浓度的重金属–有

机物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产生拮抗、

协同或加合等更复杂的影响。重金属与难降解有机污

染物的复合作用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

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酶活性和微生物种群数量和群

落结构的影响。Gogolev 和 Wilke[32]发现，单一的荧

蒽对土壤中细菌增殖无明显影响，但荧蒽与重金属共

存时显著增强了生物毒性。重金属与农药污染都会影

响土壤微生物的呼吸强度，且二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

互作效应。如 Cd 和丁草胺复合暴露对东北地区黑土

呼吸强度的影响表现为 0 ~ 14 d 时的激活作用，14 ~ 

28 d 时的抑制作用和 28 d 后从抑制作用减轻到逐渐

恢复正常[33]。此外，低浓度的 Pb 与莠去津复合暴露

对土壤呼吸强度有较强的激活作用，高浓度时却表

现出抑制作用[34]。除了影响土壤呼吸作用，重金属–

有机物复合污染对土壤酶活性影响也较为显著。闫

雷等[35]研究发现，土霉素与 Cd 复合水平在低浓度和

高浓度时均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表现为拮抗作用，在

中浓度的复合水平下则为协同作用。重金属与抗生素

的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个体上，

还表现在种群、群落的优势种及整个土壤生态系统

上。如低剂量的 Cu 和磺胺甲基嘧啶复合暴露诱导土

壤微生物产生双重抗性，而高剂量复合污染却显著抑

制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整体代谢活性，并改变其代谢功

能和群落结构[36]。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通过改变土壤结构或影

响植物根际土壤酶活性等方式间接或者直接地影响

植物的正常生长。Cu 与草甘膦的络合作用可以导致

低浓度的草甘膦和 Cu 复合暴露对植物生长发育产生

拮抗作用；高浓度时 Cu 与草甘膦的络合作用趋于饱

和而使复合暴露呈现出协同作用[37]。同时，高浓度

复合暴露会诱导植物体内过氧化氢酶水平显著升高

而发生氧化应激反应。除了影响植物生长外，重金属

–有机物复合污染还能影响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累积

特征。范紫嫣[38]研究了全氟化合物(PFASs)与 Cd 复

合暴露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和富集污染物能力的影响，

发现复合污染降低了小麦和油菜对 PFASs 的富集能

力，但显著增强对 Cd 的吸收与富集能力，这可能归

因于 Cd 的存在促进了 PFASs 在土壤上的吸附，降低

了 PFASs 的生物可利用性，导致 Cd 的生物可利用性

和环境风险增加。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对土壤动物的生态毒

性影响较为复杂。例如，多种农药与 Cd 复合暴露

对赤子爱胜蚓的毒性效应表现为，莠去津–Cd 和高

效氯氟氰菊酯–Cd 复合暴露对蚯蚓的毒性产生不同

程度的拮抗作用；莠去津+毒死蜱–Cd 和毒死蜱+阿

维菌素–Cd 复合暴露组则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协同作

用；莠去津+毒死蜱+高效氯氟氰菊酯–Cd 和毒死蜱+高

效氯氟氰菊酯+阿维菌素–Cd 复合暴露组也呈现出不

同程度的协同作用，并且所有组合的复合暴露毒性也

会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而增强[39]。而李勖之[40]也发

现，环草隆和 Cd 复合暴露对蚯蚓的可溶性蛋白含量

产生抑制作用，且其复合暴露在较低的浓度下存在明

显的拮抗作用，但高浓度时对蚯蚓的联合毒性表现为

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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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土壤中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在物

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中的交互作用，使复合污染的环

境效应变得更为复杂，也加剧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

污染土壤修复的难度。因此，针对不同的复合污染组

成及其特性，需要采取不同的修复措施，才能有效治

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 

3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技术 

传统的土壤修复方法包括换土/客土、填埋、热

解吸等物理修复技术，化学淋洗、固化稳定化、氧化

/还原等化学修复技术以及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等

生物修复技术。目前，对于土壤复合污染的修复仍处

于初始阶段，相关的机理和修复技术的研究还不够深

入。因此，寻找高效率、低成本、绿色可持续的复合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常

规物理、化学修复技术成本太高，且产生二次污染的

风险较高，因而以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等生物修复

技术为主，以化学、物理方法为辅的生物强化技术将

是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尤其是农田土

壤修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 

3.1  物化修复技术 

3.1.1  淋洗技术    淋洗技术被认为是高效、可靠

且能同时去除高浓度重金属与有机物的土壤修复

技术 [41]，但选用难以生物降解的淋洗剂，会产生二

次污染风险问题。近年来，土壤淋洗研究更多地集中

于不同淋洗剂组合的添加顺序和浓度配比对淋洗效

果的影响[42]。研究发现，皂角苷对土壤中的芘、菲、

Cu、Cd、Zn 具有较好的洗脱效果[43]。N-十二酰基乙

二胺三乙酸钠盐(LED3A)对复合污染土壤中 Cu 和菲

的同步洗脱率超过 60%[44]。同样，LED3A 对重金属

和 BDE209 复合污染土壤的洗脱试验结果显示，

LED3A 既能螯合重金属也能增溶有机污染物，可

以实现复合污染土壤中 Cu 和 BDE209 的高效同步

洗脱 [45]。孙贝丽等[46]选用增溶物质吐温 80(Tween 

80)、曲拉通 100(TX-100)、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

β-环糊精与螯合剂柠檬酸进行依次组合，对电子垃圾

拆解区的复合污染土壤进行淋洗处理，发现在 pH 6.0

且 Tween 80 和柠檬酸均为 10 g/L 时，经过 12 h 淋洗

的效果最佳，对 Cu、Pb、Cd 及 PCBs 的洗脱率分别

达到 98.8%、55.9%、66.8% 和 58.0%。 

3.1.2  固化/稳定化技术    固化/稳定化技术是场

地污染土壤修复的主要技术之一，通常以普通硅酸盐

水泥掺加膨润土/活性炭/粉煤灰等吸附性材料为固化

剂[47]。目前，国内外针对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

壤修复的固化剂、固化控制机理和复杂环境下的稳定

性已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研究发现，添加粉煤灰能

改善水泥固化土的有机污染物浸出毒性，但对重金属

固化不利，表明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固定机制存在显

著差异[48]。以掺量为 30% 的硅酸盐水泥与膨润土为

固化剂修复 Pb 与石油烃复合污染泥浆，Pb 和总石油

烃(TPHs)的浸出毒性最低[49]。针对重金属–有机物复

合污染土壤，国内也开展了一些固化/稳定化修复研

究，如以无机胶凝材料生石灰、硅酸盐水泥、高炉矿

渣和粉煤灰分别混合过硫酸盐制成固化剂，对 Cd

和苯胺复合污染土的修复试验结果显示，添加过硫

酸盐能阻止无定型水化硅酸钙(CSH)的生成，减小

土体裂隙，通过物理封闭作用提高 Cd 固定率和苯

胺去除率 [50]。再如，夏威夷等[51]研究了新型固化剂

CST 对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发

现 CST 能够显著提高污染土 pH 和耐酸侵蚀能力，并

通过有效减少弱酸提取态重金属含量、氧化分解

TPHs，显著降低土壤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浸出毒

性，改善复合污染土壤的环境安全性。 

此外，黏土矿物材料(如海泡石、沸石等)和生物

质炭等常被用作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的稳定

剂，通过吸附、络合以及氧化还原等反应，降低土壤

中复合污染物的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例如，秦旭[52]

在土壤中添加海泡石和生物质炭后，发现有效钝化和

固定了土壤中的 Cd 和莠去津复合污染物，使两者失

去了生物有效性，取得了具有较好稳定性的修复效

果。陈富凯[53]研究发现，生物质炭不仅能显著降低

Cd–芘复合污染土壤中有效态 Cd 含量，还能显著提

高土壤微生物群落丰富度，促进芘的降解，表明利用

生物质炭修复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是一种非

常有应用前景的新途径。 

3.1.3  化学萃取–氧化技术    化学萃取–氧化技术

是指同时使用萃取剂和氧化剂从重金属–有机物复合

污染土壤中提取重金属并氧化有机污染物，但化学萃

取与氧化之间并不存在联合作用。研究表明，利用

0.1 mol/L 的 EDTA 和 3% 的 H2O2 进行批次萃取–氧

化处理，可以去除复合污染土壤中 70% 的石油和

60% 的 Cu 和 Pb[54]。同样，采用化学萃取–氧化技术

对某废弃电子垃圾回收工厂复合污染土壤进行修

复，发现柠檬酸与 Fe2+和过硫酸钠活化氧化同步应

用提高了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复合去除效率，而

柠檬酸–螯合 Fe2+活化过程对于提取金属和降解残留

的有机污染物是有效的，在最优条件下可去除 69.4% 

Cu、78.1% Pb、74.6% Ni、97.1% PCBs、93.8% P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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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6.4% PBDEs[55]。 

3.1.4  电动强化修复技术    常规的电动修复方法

对土壤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的去除效率较低，通

过在电解液中添加表面活性剂、螯合剂等形成的强化

电动修复技术，可以提高污染物的去除效率。目前，

电动强化修复技术对于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

修复应用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樊广萍等[56]研究了

添加表面活性剂羟丙基-β-环糊精(HPCD)和氧化剂 

H2O2 对电动修复 Cu–芘复合污染土壤的影响，发现

阳极加 10% HPCD，阴极控制在 pH 3.5 时提高了土

壤中污染物的解吸和迁移，使 Cu 和芘的去除率分别

达到 80.5% 和 51.3%，而添加 6% H2O2 的作用不明

显。同样，在电解液中添加 SDBS 能够将 Cr–菲复合

污染土壤中 Cr(Ⅵ)的去除率由 76.9% 提高到 82.0%，

添加 TritonX-100 能够将有机物菲的去除率由 12.7% 

提升至 27.0%[57]。 

3.2  生物修复技术 

3.2.1  植物修复技术    植物修复是一种低成本、应

用范围广且易被大众接受的土壤修复技术。利用植物

修复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植物种类的选择

十分重要。目前，国内外已发现 100 多种重金属超积

累植物，如我国发现的主要代表性植物有 Cu 超积累

植物海州香薷、鸭跖草，As 超积累植物蜈蚣草、大

叶井口边草，Cd、Zn 超积累植物东南景天、龙葵以

及伴矿景天等。超积累植物虽可显著富集重金属，但

往往不是有机污染物的高效修复植物，且通常存在生

物量小、生长缓慢和易受地域气候制约等缺点[58]。

而一些周期短、生物量大且适应性强的草本植物常被

用于污染土壤修复研究中，如黑麦草、高羊茅、紫花

苜蓿、苏丹草、孔雀草等[59-64](表 2)。相较于重金属

超积累植物研究，国内外有关有机物污染土壤高效修

复植物种类的筛选研究仍较为缺乏。 

表 2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研究 
Table 2  Phyto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organic pollutant co-contaminated soil 

污染土壤来源 污染物种类及浓度 修复植物种类 土壤修复效率 文献来源

Cd2+：8.46 mg/kg Cd2+：> 56% 

Cu2+：468 mg/kg Cu2+：>50% 

电子垃圾厂 

PCBs：323 μg/kg 

东南景天 

PCBs：25.2% 

[59] 

Cd2+：66.8 mg/kg Cd2+：36.1% 

Zn2+：460 mg/kg Zn2+：12.7% 

徐州市污灌区农田 

PAHs：55.16 mg/kg 

黑麦草 

PAHs：96.4% 

[60] 

Zn：139.81 mg/kg Zn：13.2% 

Cd：0.56 mg/kg Cd：17.8% 

Pb：52.45 mg/kg Pb：12.2% 

TTC：2.57 μg/kg TTC：70.5% 

OTC：3.08 μg/kg OTC：57.4% 

DOC：2.33 μg/kg DOC：76.0% 

SMZ：1.54 μg/kg SMZ：62.3% 

SMM：3.88 μg/kg SMM：54.2% 

SMD：2.00 μg/kg SMD：48.6% 

OFC：10.92 μg/kg OFC：35.8% 

贵阳市乌当区长期使用畜禽养殖场

养殖废水灌溉的蔬菜种植基地 

EFC：5.42 μg/kg 

伴矿景天 

EFC：46.6% 

[61] 

Cd2+：100 mg/kg Cd2+：>39% 天津市某公园表层土壤 

PCBs：6.72 mg/kg 

孔雀草 

PCBs：42.7% 

[62] 

Cd2+：6.04 mg/kg Cd2+：14.13% 某农业示范区农田土壤 

芘：50.08 mg/kg 

苏丹草 

芘：76.89% 

[63] 

Cd2+：0.42 mg/kg Cd2+：>50% 南京市某野外试验小区 

芘：0.35 mg/kg 

金丝垂柳 

芘：88.6% 

[64] 

注：TTC 为四环素；OTC 为土霉素；DOC 为强力霉素；SMZ 为磺胺甲恶唑；SMM 为磺胺间甲氧嘧啶；SMD 为磺胺对甲氧嘧啶；

OFC 为氧氟沙星；EFC 为恩诺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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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修复效率一般与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和

植物的生物量有关，因此常利用螯合诱导剂、酸碱调

节剂或生长调节剂等，改善土壤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

性或有效促进植物生长，以提高植物对污染土壤中重

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复合的修复性能。王银等[65]和刘

兴瑞等 [66]综述了提高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

植物修复效率的强化措施，如向土壤中投加表面活性

剂，促进疏水性有机污染物从土壤中解吸进入土壤溶

液而提高其生物可利用性；加入螯合剂使其与土壤溶

液中的重金属形成螯合物，促进重金属转变为水溶

态，以利于植物根系吸收、积累与转运。研究表明，

Tween 80 可以强化龙葵对 Cd-PAHs 复合污染土壤的

修复效果；而 EDTA、半胱氨酸与 Tween 80 或水杨

酸混合施加，不仅能提高龙葵积累 Cd 量，还能促进

PAHs 的降解[67]。此外，环糊精及其衍生物也能强化

植物对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效率，如

半胱氨酸-β-环糊精(CCD)和巯基化 β-环糊精(TCD)能

促进黑麦草修复 Pb–菲复合污染土壤[68-69]，天冬氨

酸-β-环糊精(ACD)能提高紫花苜蓿对芴和 Cd 的吸

收 [70]。基于此，无毒、易生物降解的环糊精及其衍

生物与其他修复技术的结合也成了土壤修复发展的

新趋势。 

3.2.2  微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修复通常是利用

土著微生物或具有特定功能的驯化微生物降解有机

污染物或改变重金属的赋存形态，降低土壤中污染物

的生态毒性和环境风险[71]。土壤中的微生物类型多

样，其中部分微生物能够实现在降解土壤中有机污染

物的同时吸收或吸附一定量的重金属，达到共同去除

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目的。如根瘤菌的沉积作用能

够将土壤中的水溶态 Pb 转化为其他形态，同时还能

显著降解土壤中的芘[72]。而菌群的修复效果比单菌

更为显著，如从某焦化厂土壤中分离得到 1 株菌群，

能在 48 h 内同时去除 96.2% 的 As(Ⅲ)和 71.4% 的

菲[73]。顾玲峰[74]将芽孢杆菌属的 3 株菌构建成混合

菌群，发现其对土壤中的 Cr(Ⅵ) 和芘的去除率分别

达 46.4% 和 40.2%。添加苏云金芽泡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FQ1 的细菌–真菌处理中，Cd 的累积

量增加了 14.29% ~ 97.67%，且有 95.07% 的菲被去

除 [75]。此外，研究还表明，包括放线菌、真菌和细

菌都已显示出修复重金属和农药复合污染土壤的能

力。例如，添加了从重金属和农药复合污染的环境

中分离出来的链霉菌 M7 后，林丹和 Cr(Ⅵ)的生物

有效性分别降低了 42% 和 52%[76]；而由链霉菌

M7、MC1、A5 和土库曼拟青霉 ABO 组成的放线菌

群被接种在 6 种不同程度的林丹与 Cr(Ⅵ)的复合污

染土壤中，14 d 后使 5 种复合污染土壤被成功修复，

而且利用细菌或真菌对 Cd、Cu、Pb、Zn、As 等重

金属与农药的复合污染土壤同样取得了较好的修

复效果 [77]。 

3.3  联合修复技术 

对于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采用

单一的修复技术常常难以同时高效去除土壤中重金

属和有机污染物，因此，以经济环保的植物修复和微

生物修复为核心，开发了一些成本较低且易推广应用

的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联合修复，如电动–

生物联合修复、化学还原–植物联合修复、微生物–

植物联合修复等已成为复合污染土壤修复发展的新

方向。 

3.3.1  电动–生物联合修复    电动–生物联合修复

通过参数优化，将电动修复与生物修复进行优势互补

和技术整合，提高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效率。研究发

现，实验室条件下电动–生物联合修复 Pb 和石油烃复

合污染土壤的效果显著，在最佳条件下运行 30 d 后，

复合污染土壤中Pb和TPHs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81.7% 

和 88.3%[78]。进一步应用生物刺激和选择性膜发展

的增强型电动修复技术，在室内最佳操作条件下，

电动–生物联合修复 30 d 后，Ni 和 TPHs 的去除率分

别是 58.5% 和 77.4%[79]。此外，将堆肥处理后含有

Pb、Cd、Cr、萘和菲的复合污染土壤置于电动池中，

播撒燕麦或向日葵种子，发芽后 30 d 内每天采用交

流电场进行电动处理，不仅提高了燕麦和向日葵的生

物量，而且提升了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去除率[80]。 

3.3.2  化学还原–植物联合修复    化学还原–植物

联合修复特别适用于以重金属为主的酸性复合污染

土壤。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Elizabeth 市海岸警卫飞

机场污染点，利用零价铁胶体修复 Cr(Ⅵ)和三氯乙

烯(TCE)，使 TCE 的浓度从 4 320 μg/L 下降到了< 

5 μg/L，Cr(Ⅵ) 浓度也有显著下降[81]。高园园[82]利用

纳米零价铁(nZVI)强化凤仙花和孔雀草修复 Pb、Cd

与 PCBs 复合污染土壤，nZVI 的加入促进了 PCBs

还原脱氯降解，且原位修复产生的二次污染物进一步

被植物的根际圈生物和土壤中本身的微生物降解，最

终生成 CO2、H2O、脂肪酸等无毒产物，消除了二次

污染风险。 

3.3.3  微生物–植物联合修复    微生物–植物联合

修复是利用微生物与植物的互利共生关系，实现对土

壤中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高效去除。目前微生物–

植物联合修复技术已开展了重金属与 PAHs、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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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或农药等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研究。例如，添

加菲降解菌促进了蜈蚣草对土壤中 As 的吸收，并加

速了 As(Ⅴ)的还原[83]。王传花[84]利用水蜈蚣与生物

质炭固定化菌群联合修复 Cr(Ⅵ)–芘复合污染土壤，

发现两者具有协同效应，该联合处理对 Cr(Ⅵ)和芘的

去除率分别为 80% 和 63.6%。此外，在复合污染土

壤种植黑麦草，并定期接种微杆菌 KLS 和热带假丝

酵母 C10，不仅促进了土壤酶活性及植物的生长，而

且 96.4% 的 PAHs 被降解，36.1% 的 Cd 和 12.7% 的

Zn 被植物提取去除[60]。 

在碱蓬–石油降解菌剂联合处理重金属–石油污

染土壤的研究中，发现联合修复对石油的降解效果比

单一的植物或微生物处理好，但是 Cd 或 Ni 的存在

会降低联合修复效率；进一步加入纳米黑炭改良剂处

理后，降低了重金属对石油降解菌的毒害作用，显著

提升了黑麦草–石油降解菌对石油烃的修复效率[85]。

加入土霉素降解菌不仅有利于提高修复植物孔雀草

和紫茉莉的生物量，还增强了重金属 Cd 和土霉素的

修复效率[86]。此外，盆栽试验发现，接种 DDT 降解

菌增加了东南景天的根系生物量，土壤中 Cd 和 DDT

的去除率达到 32.1% ~ 40.3% 和 33.9% ~ 37.6%；随

之进行的农田原位修复试验中，土壤中 Cd 和 DDT

的含量分别降低了 31.1% 和 53.6%，表明应用东南

景天与 DDT 降解菌联合修复技术能有效修复

Cd-DDT 复合污染土壤[87]。 

总体而言，针对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

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污染土壤的理化性质、污染物

浓度、污染土壤的利用方式、经济条件以及修复时间

等要求，选择适宜的修复方法对复合污染土壤进行有

效的治理。 

4  研究展望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作为污染土壤中较为普

遍存在的形式，其环境效应和修复治理研究越来越受

到重视，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还存在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亟待开展深入研究。 

1)目前对于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研

究更多地侧重于单一或联合处理对污染物的去除效

率方面，而已有研究表明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交互

作用显著影响各自的环境行为和生态毒性，但是关注

修复过程中复合污染物交互作用效应的研究较为缺

乏。因此，需要加强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交互作用对

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机理的影响研究，以便于充分利用

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共存时的协同作用，提高复合污

染土壤的修复效率。 

2)植物修复及其联合修复满足当前污染土壤治

理领域对于绿色可持续修复技术的需求，但大多数超

富集植物存在生物量小、环境适应性差、修复后处置

成本高等问题。研究发现一些生物量大、生长快的植

物不仅对污染土壤具有一定的修复价值，修复后的植

物资源化利用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如对 Cd 富

集能力较强的油葵生物量远大于超富集植物，且其籽

粒提取的食用油也符合食用安全标准。因此，对于农

田复合污染的植物修复，需多关注这些生物量大且能

产生一定经济价值的农作物的修复效果和应用推广

研究。 

3)现有污染修复主要关注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

的去除效率，很少有讨论不同修复技术在复合污染土

壤修复过程中导致污染物形态变化或产物组成可能

引起的环境风险，如修复后对土壤理化性质及土著微

生物的影响等。因此，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修复后

土壤的生态及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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